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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佛教的地缘性特征：以苏北僧人为例

邵佳德　 王月清
（南京大学 哲学系，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地缘网络是法缘关系之外另一条连结僧人的线索，在协调僧团内部关系、塑造地域佛
教特征等方面至关重要。 近代大量苏北籍僧人出家后涌入苏南地区和上海等地参访、就学、受戒
或应赴，他们因来自相同或相近地域而相互提携照应，在僧才教育、寺院经营、僧团组织、社会参
与、佛事弘演等方面给民国江浙佛教的生态和走向带来诸多影响，形成独特的地缘性特征。 借由
对近代僧人地缘网络的考察可以描绘佛教的地理图景和地域文化元素，呈现民国佛教实态和活
态，进而重审僧团的内部结构、反思佛教的改革得失。

关键词：地缘网络； 法缘关系； 苏北； 近代佛教改革； 民国佛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１７ＣＺＪ００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

项目（１５ＪＪＤ７７００１３）

近代佛教衰败的一大原因被认为是僧人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不能团结一致改革僧团及
抵制外部压力。① 事实上，佛教在中国社会有其自身的联系网络，包括崇敬某一高僧而形成的
追随者集团，师门的亲缘关系（或称法缘关系，包括剃度、传法、受戒等），以及僧人间的地缘联
系。② 其中第一种关系网络包括出家和在家人，僧俗间的联结比较松散。 僧团间最重要的联
系是法缘和地缘关系，这两种连结交互影响，构成僧人间交错繁复的关系网络。 民国以来成立
的各级各地的佛教会，从形式上说将全国僧人统一了起来；但在实际操作中，佛教会内部罅隙
丛生、工作效率很低，并未有效起到团结僧众、抵抗外侮、改革自身的作用。 这是因为佛教会仅
仅界定了僧人与其他社会角色的区别，但并未协调僧团内部的关系。 而这种内部的关系长期
以来是依靠法缘、地缘等联系来调整的，这种联系既促成僧人团结合作，也可导致竞争不和，很
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佛教复兴的计划能否成功。

关于近代僧团的法缘联系，已有一些相关研究③，但关于地缘联系，则少有成系统的论述，
本文以民国时期苏北地区的僧人团体为例，利用报刊、方志、僧人文集以及未刊的政府档案等
史料，对苏北僧人在江南的分布及影响作宗教社会史的研究，并着重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几个
重要城市的僧团构成进行量化统计和案例分析，以期展示地缘网络在近代佛教和僧人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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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太虚：《上佛教总会全国支会部联合会意见书》，《太虚大师全书 制藏·制议（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
第 ２８８页。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１５－１６页。
ＨｏｌｍｅｓＷｅｌｃ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１９００ － １９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ｐ．４０３． 此
书中文节译本见包可华、阿含译：《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台北：华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参见张雪松：《佛教“法缘宗族研究”：中国宗教组织模式探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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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和复杂功能。
在近代佛教史上，江浙地区是佛教发展最具规模和活力的一个区域，无论是僧人还是寺

庙、寺产都在全国首屈一指①。 就江苏省内来说，长江以南的县市（包括上海）经济较为发达，
佛教发展也相对繁盛，但执掌江南佛寺的诸山长老或寺内的普通僧人，却绝大多数都来自苏北
地区。 整个长江以北的江苏地区，尤其是沿江的扬州、泰州、南通等地是近代僧人的“摇篮”，
从这里出家的僧人数量众多，他们中有许多南下在江南的佛寺参学、受戒或充任住持。 近代苏
北人在苏南地区和上海营生，经常以地缘的因素而结成集团，互相帮衬，僧人也不例外，以致
１９４９年迁至我国台湾地区后仍有所谓“苏北帮”或“江苏派”存在。② 苏北的僧人在苏南形成

了所谓江浙诸山长老中最有力的一个“集团”，为近代中国佛教最发达的地区提供了数量众多
的僧人。 这种因地缘而结成的同乡间的情谊网络，虽不及血缘或法缘来得稳固，但松散的结构
却能连结起更大范围的人群，形成法缘关系外近代僧团中的另一张关系网。

一、苏北作为僧人的摇篮

１．僧人发源地
自清末民国以来，江苏北部地区民间就有出家的风气，维慈（Ｈｏｌｍｅｓ Ｗｅｌｃｈ）将江都、宝应、

盐城、如皋四个城市围成的区域称为“僧人的摇篮”。③ 根据 １９３０ 年江苏省对 ６１ 个县佛教寺
院人口的调查，苏北地区为 ２５ ４６８人，绝对人数超过江苏西南地区、江南地区和淮北地区。④

民国时期来自苏北的僧人也认同当地僧人众多的特点，比如楞镜就说，苏北佛教在量的方
面有“和尚发源地”之称。⑤震华在《兴化佛教通志》中亦提到：“国内为僧者以江浙二省为多，
而苏省又以江北数县为最。”⑥又以泰州为例，范观澜在《泰州佛教》一书中说：杨仁山居士在
《江苏名山方丈录》中提及名山方丈“泰籍者占十之七八，僧徒之发达，盖于斯为甚”⑦。

根据维慈收集到的民国同戒录来看，在南京宝华山（１９１６、１９４０ 年）受戒的新戒有 ７５％来
自上述四边形的“摇篮”区域，上海龙华寺（１９４７年）的数据则为 ６５％。 也就是说，在这片占江
苏地十二分之一（９ 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区域产生了该省约四分之三的僧人。⑧

２．出家的因缘
苏北为何以较小的地理范围产出了极多的出家人？ 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迫于经济压力，

二是由于当地人处理疾病的观念，三是出于地方习俗。
大部分出家人是因为第一个原因，即迫于经济压力。 苏北的生活条件相比于苏南地区要

艰苦许多，苏北的自然条件也较差，有近海的盐水湖、浸水的内陆和时常泛滥的淮河。 南亭僧
人在谈及他的故乡泰县的情况时说：“乡下人无知识，总以为，出家当和尚可以住高堂大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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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全：《当代中国汉传佛教信仰方式的变迁———以江浙佛教在台湾的流变为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５５－８４页。
参见印顺：《平凡的一生（增订本）》，台北：印顺文教基金会，１９９４年，第 ９８页。 卓遵宏、侯坤宏采访，廖彦博记录：《成一
法师访谈录》，台北：三民书局、国史馆，２００７年，出版序第 ４页，所谓江苏派的代表包括智光、南亭、东初等（台湾开证法
师语），实际就是苏北派。
Ｈｏｌｍｅｓ Ｗｅｌｃ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１９００ － １９５０， ｐ．２５５．
赵如珩：《江苏省鉴》，上海：新中国建设学会，１９３５年，第 ２９－３４、２０４－２０９页。
楞镜：《开发苏北佛教》，《妙法轮》１９４３年第 １期。
震华：《兴化佛教通志》，上海：玉佛寺、佛学书局，１９４４年，第 ４０３页。
杨仁山：《江苏名山方丈录》，转引自范观澜：《泰州佛教》，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５页。
Ｈｏｌｍｅｓ Ｗｅｌｃｈ：《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台北：华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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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劳作，赶经忏也是高等生活。 所以男孩子一多，就要送一、两个出家，减少婚娶的费用，也
少了一、两个瓜分财产的子弟。”①震华法师也总结说：“大抵多因贫病交迫不得已托佛法以为
之庇。”②比如南通的圣严法师出家时，其母亲便说：“这孩子身体很单，读书倒很用功，只是他
投错了人家，我家培养他不起。 将来他长大时，我们做爹娘的也老了，也无法给他娶得起媳妇，
看样子，他只有去做和尚了。”③泰县的了中法师也是家中无力供其念书，因此决定送他出家。④

第二个主要原因关涉出家者或其家人对疾病和健康问题的观念。 如有小孩被算出命途多
舛、多病多灾，唯有出家方可免除厄运；或是父母有灾病，子女被认为克父母，必须离家方可破
解；或是小孩已经大病，父母许愿如能康复即送子出家，最后以还愿的方式完成。 例如泰县的
成一法师 １０岁时算命先生说他 １１岁有一大关，可能危及生命，因此成一就在家吃三年长斋渡
过难关。 后来 １５岁时又生病，他觉得唯有出家，方能躲过厄运。⑤ 泰县出家的隆根法师也是

因为幼时多病，由外祖父母送往广济庵出家。⑥ 洛桑珍珠（邢肃芝）幼年得病后经算命先生卜
卦，称必须送入寺庙方得保命，因此父母就将他送到兴化的安乐寺入了佛门。⑦ 维慈也曾提到

一位苏北籍僧人同他谈及出家动机：小时候常生病，母亲去庙里许愿发誓如果孩子痊愈就让他
当僧人，从此就鼓励他出家。⑧

第三个原因是地方风俗习惯。 维慈在采访苏北籍僧人时就了解到一些并非因为贫病而出
家的例子。 比如有些僧人声称苏北当地沃土很多，没有盐碱地，出家也并非因为家贫，而是对
僧人的清静生活有所向往，且僧人在当地是受尊重的职业，所谓“一人出家，九族升天”。⑨ 此

外当地有很多家庭信仰佛教，孩童常年受家长（通常是母亲或祖母）的影响，耳濡目染而对佛
教有亲近感。 而一些在寺院帮忙的伙工或道人，又常常会帮助庙里的“老和尚”物色一些邻
里、亲戚间的孩童去剃度。 在这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很多苏北人家即便并非到了贫病交迫
的境地，也常会将家中的一两个小孩舍与寺庙。 比如圣严和成一的母亲都信佛，因此有佛教的
家庭环境。 圣严出家时经一位与狼山僧人相熟的邻居戴汉清牵线，成一则是由一位与观音
禅寺道如法师交情甚笃的堂房叔公王希国引介。

３．苏北僧人的特点
苏北有出家的风俗传统，也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出家文化。 地方上的出家人基本上呈两

极化发展，一方面是在当地从事经忏法事活动、小富即安，有时为了迎合民众的需求，甚至不惜
改变佛教仪轨或违背戒律。 南亭法师说，当地乡人认为出家是轻松而且比普通人家宽裕的生
活选择，因此“出了家以后的小和尚，也就本着这一习惯向前进取”。

另一方面，很多道心坚定的僧人则以出家为业，并希望能在“僧涯”中更上层楼。 印顺法
师的回忆录写道：“在苏北佛教的环境中，如出家而不能受记、当家、做方丈，那是被轻视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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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遵宏、侯坤宏采访，廖彦博记录：《成一法师访谈录》，第 ６、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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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的，简直有见不得爹娘，见不得师长的苦衷。”①印顺法师因为自己去台后无意介入争当方丈

的门派之争，因此对于苏北僧人的做法不免有所不屑。 但苏北籍的僧人确因秉持这类的理念
因而在近代佛教史中产生了一大批在著名丛林担任要职的僧人。

值得注意的是，苏北的僧人出家后更愿意去往江南、上海等地弘法、任职，留在苏北甚至会
被看作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正因如此也引来批评：“一部分富有知识能力的僧青年，往往以在
苏北为‘没出息’而不愿从事苏北佛教底工作：苏北佛教不能发展，这也是最大的原因之一。”②

在苏北出家剃度的僧人为何大量前往江南，在异地的苏北僧人又对江南佛教产生了何种影
响呢？

二、江南的苏北僧人

１．为何到江南
苏北籍的僧人之所以大量南下，不外乎教内和教外两方面的原因。 从教内来说，主要有受

戒和求学两种理由。 僧人大多于幼年或青年时在居住地周边的子孙庙剃度出家，达到规定年
龄后，就需到十方丛林受戒。 而拥有传戒资格的大型丛林多位于江南地区，比如南京的宝华
山、栖霞山、古林寺，镇江的金山江天寺，上海的龙华寺等，因此几乎所有周边出家的僧人都要
到江南受戒。③ 除受戒外，比较有抱负的“僧青年”往往还会出外参学，而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大
丛林和佛学院也多设在江南地区，如常州的天宁寺、苏州的灵岩山、宁波的天童寺以及镇江的
金山和焦山、浙江的普陀山等。 真华说这些丛林“都是锻炼僧材的大冶洪炉，不怕你是破铜烂
铁，钉头钢丸，只要进去住个三年五载，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时时处处，都能保持一种岸然的
姿态，使人看到就会很自然的生起‘与众不同’的感觉”④；而反过来南方出家的僧人去往江北
的大寺和佛学院参访的就较少见。

从教外的原因分析，经济考虑、自然灾害和战乱影响是驱使苏北僧人集体南下的动力。 苏
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除了少数拥有大量土地的寺庙比较富足，大多数当地的小庙小庵
条件有限。 即使是一些较大的庙宇也需要在上海或南京这样的都市设立下院经营法事，以此
来补贴常住。 比如狼山广教寺的七个房头中就有两家在上海设了下院以方便僧人往来和经营
经忏。 从自然条件看，苏北地区容易发生水灾，像圣严法师居住的南通沿江地区，因为江水的
流向江岸不断向北后退塌陷，一旦遇到洪涝江北极易受灾，如 １９３１ 年的长江大水灾就使江北
沿岸县市受灾惨重。⑤ 更北一点的淮河则因为 １８５３年黄河改道也经常泛滥，于是从 １９１０年代
中期起，洪水、饥荒、贫困就几乎成为苏北地区的特征。 战乱是另一个驱使苏北人包括僧人向
南迁移的原因。 比如 １９４７年就有一批苏北流亡僧人向中国佛教会提出呈请组织收容所安置，
中国佛教会核准后令金山江天寺、武进天宁寺、宝华山隆昌寺和江都高旻寺分别尽量收容，除
高旻寺外，其他三寺均在江南。⑥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印顺：《平凡的一生》，台北：印顺文教基金会，１９９４年，第 １４页。
楞镜：《开发苏北佛教》，《妙法轮》１９４３年第 １期。
真华就曾详细记录了他于抗战后在宝华山受戒的情形，见《参学琐谈》，台北：天华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真华：《参学琐谈》，第 ２页。
圣严：《归程》，第 １３页。
守培：《中国佛教会会报（一）（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呈文：江苏省分会呈本会为奉令呈复救济苏北流亡僧众一案办理
经过情形仰祈鉴核备查文》，《海潮音》１９４８年第 ２９卷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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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苏北输出的高僧
关于僧人从苏北到苏南的流动，我们先以《兴化佛教通志》中的记述为例进行说明。 《兴

化佛教通志》是兴化籍的僧人震华在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所作，其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历代高僧的行
状。 就清末、民国时期的情况看，几乎所有僧人都有在江南生活的经历，一部分人还长期在江
南的大丛林担任要职（见表 １①）。

表 １　 《兴化佛教通志》中民国兴化僧人剃度、受戒、参学、任职情况

僧人名号 籍贯 剃度 受戒 参学 任职

大霖，字雨澍 兴化 如意庵 宝华山 宝华山教授

悟本，字壁成，号凯体 兴化 宝华庵

印润，字根心 兴化 青龙庵 金山 宝华山

金山住大彻堂升居首职；
宝华学律为板堂冠；
金山辅弼戒事

地成，字天培 盐城 观音庵 金山 金山、高旻 金山请主五峰塔院，高旻请为首座

弥诵，字胜操 兴化 武帝庙 金山 四大名山

天缘，字真祥 盐城 武庙 泰州光孝寺 焦山

惟光，一名理洪，
字霜亭，号鹤山

兴化 圆通庵 金山 四圣道场 金山江天寺住持

显固，字志坚，号侣樵 兴化 东寺 宝华山 金山、四大名山

迦泰，字吉堂 兴化 东台古佛堂 宝华山 金山 宝华山维那，焦山定慧寺监院、住持

大宇，字厚宽 兴化 东台义阡寺 宝华山 焦山、夹山、高旻 夹山竹林寺住持

实涵，字逸溪，号伴云 兴化 太平庵 常熟三峰寺住持，创办天山佛学院

本立，字闻达 兴化 太平庵 金山 苏州包山显庆寺住持

乘实，字震华 兴化 圆通庵 宝华山
金山、超岸寺、
夹山竹林寺

夹山竹林寺教授、监院、住持，
上海玉佛寺住持，创办上海佛学院

再以苏北南通狼山广教寺的僧人为例，曼陀住过金山寺，苇一做了上海玉佛寺的方丈，育
枚是太虚大师的学生，朗慧在九华山的江南佛学院求过学，贯通先当丹阳海会寺住持，又到玉
佛寺受了记。②

无论是在兴化还是狼山剃度的僧人，只要是有受戒的需求和参学的理想，无不前往外地大
丛林历练一番，而且他们几乎只向江南地区流动。 很多有能力的僧人就此留在当地的佛寺任
职，甚至一直做到方丈。

３．输入江南的僧人
以上数十位僧人均有在江南佛寺受戒、参学、任职的经历，仅兴化一邑就有十多位僧人在

大丛林担任要职，由此亦可见苏北僧人之多。 当然，大多数的僧人来到江南并非都为参究“向
上一着”或荷担如来家业。 以南京为例，民国时期市内僧人绝大多数来自苏北，也有不少在大

１５１

①
②

据震华：《兴化佛教通志》，第 ７７－８３页整理而成。
圣严：《归程》，第 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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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小庙担任要职，但更多的还是作为一名普通出家人打坐念佛或应赴佛事。
根据 １９４６年 ９月的档案资料显示，当时南京已经登记在册的僧人共 ４９２ 人（其余尚在陆

续登记），其中来自南京本地和近郊江宁县的人数为 １００ 人左右，其他僧人大多来自苏北县
市，只有少数来自苏南、浙北和全国其他地区（见表 ２①）。

表 ２　 １９４６年 ９月《中国佛教会南京市分会会员名册》籍贯分布情况

区域僧人数 僧人籍贯 人数 僧人籍贯 人数

长江以南江苏县市，共计 １１３人
南京

江宁

镇江

８３
１９
７

上海

无锡

常熟

２
１
１

长江以北江苏县市，共计 ２２４人

东台

泰县

江都

淮安

高邮

６４
４３
３７
１３
１２

兴化

宝应

扬州

六合

其他数量少于 ５人的县市

１０
９
９
６
２１

其他地区（包括未录籍贯者），
共计 １５５人

多数为安徽籍，少数来自河南、
湖北、广东、天津、北平等

１５５

可见，苏北籍僧人占南京城僧人总数的比例接近 ５０％，且多来自东台、泰县、江都几个县。
在另一份 １９４６年的《南京市佛教经忏联合会会员名册》中，来自苏北的僧人占比更高达 ８７％。
经忏联合会是南京僧界组织成立的团体，以统一管理当地经营经忏法事的寺庙和僧人②；由此
可见，在南京从事应赴经忏活动的僧人更是以苏北籍的居多，而且一个寺庙的住持和客师经常
来自同一地方，呈现出整个寺庙都是同乡的鲜明特点（见表 ３③）。

表 ３　 １９４６年 ８月《南京市佛教经忏联合会会员名册》籍贯分布情况

区域僧人数 僧人籍贯 人数 僧人籍贯 人数

长江以南江苏县市，共计 １４人
南京

金坛

９
２

镇江

江宁

２
１

长江以北江苏县市，共计 １６８人

东台

泰县

宝应

泰州

５８
３６
１５
１３

江都

兴化

淮安

其他数量少于 ５人的县市

９
９
７
２１

其他地区，共计 １０人 来自安徽、河南等地 １０

２５１

①

②
③

此表据以下档案整理：“关于该会报会员大会经过及会章会议记录名册职员表等情与市佛教分会往来文书”，１９４６年 １１
月，南京市档案馆，档号：１００３－３－１０８９。
“关于请发起组织佛教经忏联合会与定然等往来文书并附暂行简章”，１９４６年，南京市档案馆，档号：１００３－３－１０９０。
此表据以下档案整理：“关于请发起组织佛教经忏联合会与定然等往来文书并附暂行简章”，１９４６年，南京市档案馆，档
号：１００３－３－１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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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僧团结构中同样是苏北僧人占绝对多数（见表 ４①）。 据上海市社会局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年间对当地 １ １８７名僧人的统计，其籍贯集中在东台、泰县、盐城、兴化等几个县市。 来自江苏
南部、浙江和上海本地的僧人数量大致相当。

表 ４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中国佛教会上海分会会员名单

省份僧人数 僧人籍贯 人数 僧人籍贯 人数

长江以北江苏县市，共计 ６３２人

东台

泰县

盐城

兴化

扬州

１１１
１０３
８９
７７
５９

江都

泰州

高邮

泰兴

其他数量少于 ２０人的县市

４２
３７
２９
２１
６４

长江以南江苏县市，共计 ５９人
镇江

常州

无锡

１２
１１
８

苏州

武进

其他数量少于 ５人的县市

６
５
１７

江苏其他地区，共计 ４６人 仅登录“江苏”未分县市的僧人共 ４６名

浙江省地区，共计 １２２人

浙江

宁波

黄岩

其他数量少于

５人的县市

３１
２３
１６
３２

永康

温岭

绍兴

８
６
６

上海市，共计 ９８人 上海市区、浦东、江湾、松江、南翔、崇明、南汇、嘉定等地共 ９８名

湖北，共计 ４２人 湖北 ３４、黄冈 ２、随县 ２、枝江 １、麻城 １、荆门 １、汉阳 １

安徽，共计 ２２人 安徽 １５、青阳 ２、亳县 ２、怀宁 １、合肥 １、滁县 １

其他省份，共计 １６６人
河南 ２０、广东 １７、湖南 １１、四川 ８、江西 ４、福建 ３、山东 ３、贵州 １、云南 １、
山西 １及其他未注明籍贯者 ９７

南京在近代长期作为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且位于长江沿岸，语言与文化习俗均与苏北沿
岸县市较为接近，因此是苏北籍僧人南渡落脚的理想城市。 上海则是江浙乃至全国的经济、文
化中心，自然是苏北僧人的集中地，同时也汇聚了全国各省市的僧人，僧团成员的复杂性超过
南京，可见此地对僧人颇具吸引力。 此外，苏南其他城市如镇江、苏州等地的情况也都类似。
下文具体说明外来的僧人如何在地方佛教社群中发挥影响。

三、地缘因素的影响

１．僧人结成地缘网络之方式
来自苏北同一乡、县或地区的僧人聚集在一起，经常因为籍贯互相帮衬。 以静安寺为例，

１９４７年为平息寺产纷争而将静安寺改为十方丛林的德悟法师出生于上海，曾在泰县光孝寺的
佛学院就读，他在住持静安寺的时期就邀请了来自泰县的妙然法师担任佛学院教务和副寺。

３５１

①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中国佛教会上海分会会员名单”，１９４６年 １１月－１９４７年 ５月，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Ｑ６－１０－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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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妙然成为静安寺监院，同样来自泰县的守成法师又掌管了静安佛学院的教务，而泰县南亭
长老的侄儿传谛法师也在院内任职。 因此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在静安寺佛学院学习的泰县学僧不
在少数，如了中、自立、贾劲松居士等，来自南通的圣严法师也曾在其中受学。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改革开放后，贾劲松担任了寺方修复委员会主任和寺务管理委员会主任，而泰州的淦泉法师则
成为静安寺修复开放后的首位住持。 后来兼任静安寺住持的真禅法师则是来自东台安丰镇，
此地原属泰州，故真禅法师也常称自己为泰州人。① 由此可见，静安寺成为十方丛林，并不意
味着地缘因素不再作用于寺庙的日常运作，事实上数十年来苏北僧人均在主持重要寺务。

在各个寺庙的传法过程中，我们通常注意的是宗派和法系的传承，也即法缘特点在其中的
作用；但事实上，即便是十方丛林的传法，地缘的因素还是渗透其中。 例如上海玉佛寺从 １９３２
年的远尘法师到“文革”后的真禅法师，６０ 多年中的六任住持有五位是来自苏北：远尘是泰县
人、震华是兴化人、苇一是南通人、苇舫和真禅均是东台人。

这种一个寺庙集中了一批同乡的现象在江南的佛寺中并不鲜见。 镇江焦山的定慧寺在民
国时就有多位苏北籍僧人担任要职，其中仅来自泰州一地的僧人就包揽了焦山佛学院第一到
五任的院长和数任方丈。 １９３４年智光担任定慧寺方丈并创办焦山佛学院，静严任监院；１９３６
年静严接任方丈和第二任佛学院院长；１９４２ 年雪烦续任第三任院长；１９４６ 年起东初担任第四
任院长和定慧寺方丈；１９４７年后圆湛任佛学院第五任院长。 而前文已经提到来自兴化（今属
泰州）的吉堂迦泰法师也曾担任定慧寺的监院和住持。 这表明不仅仅在同住共修等方面同乡
之间会相互抱团，即使是在传法、传座这样的大事中，地缘因素也随处可见。

当然，同乡之谊未必是影响高僧传法的首要因素，但在很多小庙中，这种情谊的影响显然
举足轻重。 比如上海古北路周家桥的广慧寺，１９４７ 年，９ 名出家人全部来自盐城，他们分别在
盐城 ９座不同的小庙剃度出家，最后全部来到上海的广慧寺生活。 又如普照寺的 ５ 位比丘全
部来自浙江，虹口榆林路福慧寺的 ５位僧人多来自高邮、江都，长宁路周家桥白龙庵的僧人都
来自江都，浦东天花庵的比丘尼都来自绍兴，等等。② 在这种全庙成员来自同一县市的情况

下，一般寺庙的继承权很少会转至来自别地的僧人。
在僧青年就读佛学院的问题上，因同乡而受到照顾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如南京的金陵佛

学院在 １９３６年时有 ２４人就读，其中大多数来自苏北的泰县、江都、南通等地，而佛学院的主要
出资人、金陵寺的退居映彻法师也是来自泰县。③ 圣严法师入读静安寺佛学院更是直接受到

南通邻庵育枚法师的特别关照；隆根法师得以前往玉佛寺佛学院受学，也是因为守培上人是他
师祖，而主办佛学院的震华又是守培的学生，故能帮忙安排。④

此外，同乡间的情谊也表现在僧人落难时给予的庇护。 民国时期因为种种原因而闹上法
庭、惊动政府的寺僧不在少数，僧人在被政府通缉或遭受迫害需要逃难时，同乡的帮助就尤其
重要。 比如 １９３０年代初泰县光孝寺的住持培安法师因为与其他僧人、居士和官员之间的矛盾
导致最后被立案稽查，舆论传言培安曾藏匿于上海玉佛寺，最后他在上海的清凉寺被捕。 培安
之所以能藏身上海，很大程度上是有同乡的支持。

当然，因为地域观念而造成矛盾的情况也是有的，尤其是方言，在普通话未能流行的时代
常成为佛学院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圣严法师对常熟话、南通话、上海话都很熟悉，但他在佛学

４５１

①
②
③
④

范观澜：《泰州佛教》，第 ２６３－２６６页。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中国佛教会上海分会会员名单”，１９４６年 １１月－１９４７年 ５月，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Ｑ６－１０－３３８。
僧铠：《金陵佛学院之概况》，《海潮音》１９３６年第 １７卷第 ５期。
隆根：《七十自述》，新加坡：南洋佛学书局，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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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也只能听懂南通籍、上海籍老师的课。 他曾说：“圆明法师虽然也是南通人，但他讲的如皋
话。 其余如南亭法师的泰州话、白圣法师的湖北话，我都不能完全听懂，这是最最急人的事
了。”①语言是凝聚僧人和区隔僧人的双刃剑。 南亭法师回忆 １９２４ 年在常州清凉寺佛学院任
教时的经历说：“应（慈）老人有个侄儿余某先生，短期寄住清凉寺，背后说，我土话太多。 我听
到了，深深地感到难受。 亲教师常惺法师是如皋人，但讲得一口北平话，讲起来使人爱听，但他
在一年半之中，从来没有谈到语言的问题。”②真华在天宁寺读书时教务主任的地域观念也非

常之深。 他尝把学僧分为小同乡、同乡、大同乡、北方人共四类，他在这四类人中又分为智、愚、
贫、富四个等级，然后他以不同的面孔、不同的眼色、不同的声调、不同的动作和不同的待遇，来
“适当”地处理这些不同“等级”的学僧。③

２．地缘网络对地方佛教的影响
苏北僧人大量进驻苏南和上海，不仅改变了僧人自身的素养，同时也对迁入地的佛教生态

影响很大。
首先，从寺庙层面说，苏北不少佛寺直接在上海和苏南城市设立了下院。 下院通常是规模

较大的寺院的派出机构，最初是为了方便管理较远的寺产，或为僧人参访名山名师提供一个落
脚的地方，后来就逐步演变为增加经忏收入、募化社会捐款的专门机构。 这些下院多设在繁华
都市，以便更好地筹资，上海就有众多此类机构，以致有的僧人批评说这是“开佛店”，有些甚
至连寺庙之名都没有，纯粹捏造出一所下院来。④ 都市中的下院主要依靠赶经忏来增加收入，
比如狼山在上海的两座大圣寺就是如此。

其次，苏北籍的僧人还积极加入各种佛教组织。 比如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和中国佛学会的
上海分会中有范成、法度、朗亭、常玉、印泉、苇一、郑华、雪烦、楞镜等不少苏北僧人担任理监事
等重要职务。⑤在佛教会任职并形成“权力”集团可以左右一地佛教的发展。 以苏州为例，根据
方志记载，“寺庙僧人向分禅门、赴应两途。 禅门长戒，赴应不守戒律。 僧纲司系赴应所充，管
辖赴应僧众，禅门不隶”⑥。 苏州禅门的僧侣一般为外地人，１９４９年前根据住持僧籍贯，各庙分
苏北帮、川帮和温台帮等。 苏北帮占多数，佛教会负责人也以该帮为多。 赴应僧人则多为本地
人，在嘉庆、道光时即有晨聚双塔寺前承接经忏的传统。⑦ 本地的奔赴应和以苏北帮为主的禅

门间并不和睦，因为像提高经忏衬资这类涉及僧人切身利益之事需要双方共同商讨并由佛教
会决议⑧，而佛教会是被大寺住持把持的。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曾有赴应一百数十人集会要求大寺方
丈加衬钱而致涉讼。 １９４１年因各图增加经忏收入而相互殴打及呈控；１９４７年为对付客僧争做
经忏，不少静室住持还集体加入国民党以壮大势力。⑨ 苏州的“苏北帮”僧人掌控着大寺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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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圣严：《归程》，第 １２４－１２５页。
南亭：《南亭和尚自传》，第 ６６页。
真华：《参学琐谈》，第 １０４页。
ＷＴ：《上海的“下院”和苏州的“堂食”》，《现代僧伽》１９３１年第 ４卷第 １期。
参见“中国佛教会上海分会理监事略历表”，１９４７年 １０月，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Ｑ１１９－５－１１１。 “中国佛学会上海分会理
监事名册”，１９４７年，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Ｑ６－５－１１５２－４１。
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十二月十八日吴县正堂告示。 苏州佛寺在清代即按规模与收入来源分静室（或称禅门）、堂室两派。
静室有大量殿宇、田地和布施收入，早晚课诵，但也以经忏为重要收入。 堂室都是小庙，专以经忏为业，其俗陋者犹如佛
摊，由当家租赁民居或客栈，供赶经忏的客僧居住，按月收取食宿费用，兼供静室临时雇人之需。
《董浜镇志》编纂委员会：《董浜镇志》，北京：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８８７页。
如《苏州僧界再涨经忏衬资启事》，《苏州新报》１９４０年 １１月 １日第 ２版。 《苏城各僧寺院增加经忏衬资启事》，《苏州新
报》１９４１年 ７月 ２日第 １版。
参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苏州市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１１３３－１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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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因此才常在利益分配上导致本地应赴僧的不满。
再次，地缘因素除了影响到地方僧团结构和利益分配，也影响到经忏等佛教仪式的内容和

传播。 近代的佛教改革运动虽将经忏事业当作佛教堕落衰败的一大病因而亟欲革除，但在现
实的佛教界，经忏改革却举步维艰，其中有经济、政府和信众等多方面的原因。①苏北地区的佛

事风气一向很盛，震华法师曾说他故乡兴化“流传杂法有老鼠告状、三百六十行散花、竹木相
争、五更烟鬼等，异称以七月利孤演习最盛，甚愿吾教大德广为化诱以遏习俗之误，是为厚
幸”②。 可见，除了正规的佛教仪式外，乡间流行的法事往往混杂了各种“花式”杂耍，以达到热
闹的需求。 据南亭法师回忆，民国时苏北地区经忏佛事风行吹打，即“以粗细音乐配合唱念。
诸如放一台焰口，有四个到六、八个后台，实际坐在前台。 上台以前要打开台———先粗乐，后细
乐。 笙、箫、管、笛、二胡、四胡混合奏起来，着实好听。 还要唱戏，吵吵喊喊，那是欺人的。 后来
又加些跑方、舞火球、劈铙之类的玩意儿。 吹打的和尚，没有一个不吃肉、喝酒，而且在焰口台
上，也有酒、肉、鸡蛋做腰台。 非吹打的和尚则吃素，穿着还保持着缁衣”③。

来到江南的苏北僧人，一部分是不甘于做经忏僧而希望有所作为的僧青年，他们多在大寺
受戒、参学或进入佛学院继续深造，日后逐步成长为苏南和上海一带佛寺的住持、执事；但大量
僧人是因为战乱、贫困和灾害等原因来到江南，他们进入南京、上海等都市只想要靠赶经忏谋
一份职业营生，因此极大影响了当地的经忏业态。 于是在上海，佛事也有了一般和花式之分。
一般的可跟着学看，花式的吹打演唱则需另拜师父长期学习。 比如“跑方”，需要一边吹唱敲
打，一边数人变化阵势队形；又如焰口台上斋主会送上红包要求点唱歌曲，既有《叹骷髅》之
类，也有《小尼姑下山》等无关曲目甚至淫词艳曲。 圣严法师所在的上海大圣寺，原先也只是
承接一般佛事，后来随着苏北时局吃紧大量僧人来沪，寺庙开支大增，而新来的僧人中也有不
少经忏“高手”，因此大圣寺对各类花式的佛事也就来者不拒了。④ 在南京，常乐庵的定然法师
还曾于 １９４６年在社会局登记发起一“经忏联合会”来统一管理市区内赶经忏的寺僧，该会禁
止未登记入会及佩戴证章者在南京从事经忏事务，否则即可由警察厅协助驱赶。 当时入会的
南京僧人有近两百，绝大多数来自苏北的东台、泰县、泰州、宝应、江都等地。⑤ 此组织几乎成

为苏北僧人垄断的团体，他们多精通经忏，并将此风气带到了南京。 所以南京佛事也流行散
花、叹骷髅、叹七七和七杯茶、七杯酒一类的各种花式。⑥ 苏北僧人主理的经忏佛事，同时杂糅
了诸多民间信仰、伦理教喻、文化娱乐、风俗习惯等元素，因此除了影响江南的佛教仪式，也在
相当程度上充当了地方民俗文化交流互动的载体。

苏北僧人给民国佛教界带来的影响是多面的，有时看起来甚至是矛盾的。 既有所谓高僧
大德续佛慧命、力图革新，也有很多普通僧人靠佛营生，从而在江南的大城市里扎根落户，深入
社群，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者，这些都构成了民国佛教在基层社会的实态和活态。

６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邵佳德、王月清：《近代的应赴僧与经忏佛事———以江浙地区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
震华：《兴化佛教通志》，第 ４０２页。
南亭：《南亭和尚自传》，第 １２页。
圣严：《归程》，第 １０９页。
“关于该会报会员大会经过及会章会议记录名册职员表等情与市佛教分会往来文书”，１９４６年 １１月，南京市档案馆，档
号：１００３－３－１０８９。
真华：《参学琐谈》，第 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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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民国苏北因为地方经济、社会风俗、家庭信仰等原因而培育了大量的出家人，他们为了参
学、受戒、赶经忏等成批进入苏南地区和上海，构成了鼎盛一时的“江浙佛教”的主体。 在异地
的城市里，苏北僧人因为籍贯的联系而汇聚在同一寺庙、地区以及佛教组织，并在广设下院、传
法升座、组织结构、利益分配、仪式内容等方面给当地佛教生态带来影响，而当这些僧人退居回
到苏北家乡后又会继续鼓励、提携年轻僧人到江南历练或谋生。 由此形成的循环使得苏北僧
人源源不断地向江浙寺庙输送。 由民国苏北僧人在江南的经历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苏北”并非真实存在的地理概念，且每个人对苏北的界定各异。 外部人强加给一
个群体的定义和群体内部人关于他们自身的认同之间常有差别。① “苏北僧人”或“苏北佛
教”更多是一个外人强加的称号，大寺的住持和小庙的应赴僧之间、盐城的僧人与江都的僧人
之间可能并没有一致的身份认同，但愈远离故土，地缘联系便愈紧密和广泛。 同处一地的僧人
经常因为资源的竞争而生罅隙，但到了江南以及上海就更多寻求团结合作。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一批僧人在我国台湾地区提出“苏北人大团结”，更是以全苏北为地域范围的身份确认。 “苏
北僧人”或“苏北佛教”借由空间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发展为基于语言、习俗、价值观认同的时
间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对僧团凝聚、僧才培养、法脉传承、社会参与等提供了积极的支撑。

第二，僧团内部通过子孙庙剃度以及十方丛林的传法和传戒活动，形成了模拟宗族形态的
法缘联系来协调僧团关系，其作用超过新兴的佛教会等组织。 不过，凝聚起僧团的除了法缘因
素还有地缘因素，地缘与法缘有交叉点但不完全相同。 法缘特性涉及剃度、传法等问题，这往
往与地缘相关，因为在同一寺庙剃度的很可能是同一地的僧人。 但法缘关系有时也是超越地
缘因素的，尤其是在十方选贤的传法中，各地优秀僧人都可能受记为法子或住持寺庙。 同时地
缘因素也不限于法缘，没有法缘关系的僧人也可能因地缘因素形成团体，比如来自不同县市的
苏北僧人相互间无法脉关系，但不妨碍他们的团结共事。

第三，民国江浙佛教体现的地缘性特征，对近代佛教的改革和发展来说是一柄双刃剑。 其
好处在于能够有效团结僧人，进而设立组织、筹办教育、抵制政府和地方势力的不法侵夺。 不
过一旦形成较稳固的网络也容易滋生弊端，比如因照顾同乡而造成十方丛林制度的推广困难，
地缘性的利益团体有时也妨碍了僧团事务的公平性，而由地缘文化带动的经忏风气更是与佛
教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如何善用地缘特性的长处同时限制其弊端，这是近代佛教改革中未
能深入考虑的问题，也是当代僧团发展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四，因为苏北地区是近代僧人出家最集中的地域之一，而苏南地区和上海又是他们集中
活动的地区，佛教僧团的地缘特征在江浙一带表现得特别明显，地缘与法缘关系时常交互发生
影响，叠加僧人间的联系。 这种特点在华北、福建或是内陆的湖北、四川等地也都有体现，借由
对地缘关系的考察或许可以描绘出一张近代佛教地理图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僧团内部组织
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对区域佛教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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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１８５０－１９８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７５－８７页。


